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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位北歐學者高玉麒（Jyrki Kallio）、羅多弼（Torbjörn Lodén）與馬

迪（Matti Nojonen）共同提出〈拉普蘭儒學宣言〉（以下簡稱「本宣

言」），對於認同儒家價值的人而言，無疑是令人振奮的事。這份宣言很

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九五八年由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與張君勱共同發表

的〈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〉。首先我們不難注意到：這兩份宣言

的篇幅並不相稱，本宣言的篇幅簡短得多。其次，它們的對象似乎也不同。

〈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〉訴求的對象主要是西方人。本宣言的對

象並非很明確：一方面，它似乎是針對西方人，否則它毋須介紹一般中國

人所熟知的儒學史；但另一方面，它似乎也針對若干中國學者，如所謂的

「大陸新儒家」或主張以儒家的集體主義與賢能政治來克服西方民主的缺

陷者。 

本宣言係基於人文主義的立場來肯定儒家價值，這與筆者一貫的觀點

不謀而合1。其實，早在一九二○年代，西方學者白璧德（Irving Babbitt, 

1865-1933）就已將孔子思想視為人文主義。白璧德與穆爾（Paul Elmer 

More, 1864-1937）是美國「新人文主義」（New Humanism）的主要代表。

一九一○年代後期開始，白璧德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時有一批傑出的中國

學生，如吳宓（1894-1978）、梅光迪（1890-1945）、陳寅恪（1890-

1969）、湯用彤（1893-1964）、胡先驌（1894-1968）。其後，這些學生陸

續回到中國，於一九二二年共同創辦了一份代表文化保守主義的刊物《學

衡》，宣揚白璧德的「新人文主義」，藉以與「五四新文化運動」相抗衡。

這批學者後來便被統稱為「學衡派」。 

一九二二年三月出刊的《學衡》第三期刊登了一篇題為〈白璧德中西

人文教育談〉的文章。這篇文章係根據白璧德的 “Humanistic Education in 

China and the West”一文，由胡先驌譯為中文。在這篇文章中，白璧德盛讚

孔子的思想，將他視為東方人文主義的代表，而將亞里士多德視為西方人

文主義的代表。他甚至認為：「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於吾西方之人文主義

 
1   參閱拙作：〈儒家人文主義與宗教〉、〈儒家與人文主義〉，均收入拙著：《李明輝新

儒學論文精選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20 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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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則因其能認明中庸之道，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。」2在該文的結尾，

白璧德更呼籲： 

在中國國內各大學，均宜有學者，以孔子之《論語》與亞里

士多德倫理學比較講授。而美國各大學，宜聘勝任之中國教

員，講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等。如此則東西學問家可以聯

為一體。3 

    本宣言所肯定的儒家價值包括：由「修身」而「成人」的思想、「民

本」思想、地方分權的主張、「自我」的思想、平等思想、忠恕之道、

「萬物一體」的思想、仁道、「天下為公」的思想。這些價值構成本宣言

所理解的儒家人文主義。 

然而，本宣言在論述這些思想時難免過分簡略或含糊，以致可能引起

誤解。例如，它在第二節中對孟子思想的闡述就有這樣的問題。本宣言引

《孟子．滕文公下》第二章所云「以順為正者，妾婦之道也」，以及《孟

子．萬章上》第二章所云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」，視之為漢代「三綱」

之說的張本。其實，「以順為正者，妾婦之道也」並非孟子的主張，而是

孟子轉述當時的「禮」，以對比於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

屈」的「大丈夫」。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」也非孟子的獨特主張，而

是當時流行的觀念。孟子引述它，只是為了回答萬章對於「舜不告而娶」

的質疑。如此脫離當時的時代脈絡，以現代人的觀點來質疑孟子，只會造

成誤解。 

本宣言第二節中還有一段話也有類似的問題： 

至於「命」與「天」，孔子的觀點容或無從得知，但相較於

宋儒朱熹等人所採納的孟子天論，荀子的見解對當前世界應

該更有助益。荀子質疑孟子以「天」作為道德主體（moral 

 
2  《學衡》，第 3 期，頁 335。 
3  《學衡》，頁 336。關於白璧德對學衡派的影響，參閱拙作：〈儒家與人文主義〉，前

引書，頁 245-24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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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gent）的立場，也質疑「天」有災異符命的意義。 

為了佐證上述的說法，本宣言分別引述了孟子、荀子與朱熹的各一段文字： 

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（《孟子•萬

章上》第六章） 

盖以理言之谓之「天」， 自人言之谓之「命」，其實則一

而已。（《孟子集注•萬章章句上》）  

治亂，天邪？曰：日月星辰瑞厤，是禹、桀之所同也。禹以

治，桀以亂，治亂非天也。（《荀子•天論》） 

孟子這句話出現於萬章與孟子的對話中。萬章問孟子：「人有言：

『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。』有諸？」孟子解釋說：禹起初並

無意傳位於其子啟，而是薦益於天。但禹崩殂後，人民都擁護啟，而不擁

護益。其故在於：「舜之相堯，禹之相舜也，歷年多，施澤於民久。啟賢，

能敬承繼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，歷年少，施澤於民未久。舜、禹、益相去

久遠，其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為也。」因此，孟子才說：

「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」在這個脈絡中，「天」

意謂「命」，即《孟子•萬章上》第三章所云：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

是求無益於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」因為舜、禹之子的稟賦與命運皆非人的

意志所能決定。朱熹的解釋並不違背此義。 

三位北歐學者似乎認為：孟子在此表達的是一種「治亂出於天」之命

定論的立場，而荀子基於天人之分，否定禹之治、桀之亂係出於天，是更

為合理的立場。但他們忽略了「天」在孟子思想中的多重涵義。在孟子，

「天」除了等同於「命」之外，還有其他的涵義。在《孟子•萬章上》第

五章記載孟子與萬章的對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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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章曰：「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天子不

能以天下與人。」 

「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」曰：「天與之。」 

對話至此，似乎坐實了本宣言所謂「孟子以『天』作為道德主體的立場」，

可是對話到最後，孟子卻歸結為《尚書•泰誓》所言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

天聽自我民聽。」可見對孟子而言，人民才是政治的主體。 

至於「道德主體」，孟子雖有「知天」、「事天」之說，但他說： 

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

所以事天也。（〈盡心上〉第一章） 

可見對孟子而言，「天」的涵義必須通過人的心性來彰顯，故「心」才是

道德主體。因此，無論就政治領域還是道德領域而言，孟子都不折不扣地

代表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。本宣言第一節提到「儒家思想中最嚴重的弱點」

之一是「錯誤地認為人民係受其既定的本性所決定，他們既無自由，亦無

責任去界定自己是誰。」4  這項指摘至少不適用於孟子。三位北歐學者若

能補充或修正這些說法，本宣言會更有說服力。 

 

與所謂的「大陸新儒家」不同，本宣言明確地肯定民主政治的價值。

關於儒家與民主的關係，本宣言提到傳統儒家著重照顧人民的物質和精神

福祉，並將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支持之上（如上文提到的孟子之

說），並且表示：「這些理念固然不能與成熟的民主思想等而視之，但無

疑是民主的重要面向。」這個立場與一九五八年的新儒家宣言強調中國傳

統文化在制度與思想方面包含民主的「種子」可相提並論5。但在這一點上，

筆者與三位北歐學者的看法略有不同，因為筆者認為：就民主的「種子」

 
4   這段文字直接譯自英文版，而與中文版有所出入。 
5   參閱拙作：〈儒學如何開出民主與科學？——與林毓生先生商榷〉，收入拙著：《儒學 

與現代意識》（臺北：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6 年，增訂版），頁 1-2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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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言，孟子比荀子能提供更有利的思想資源，特別是其性善論6。徐復觀與

唐君毅均強調性善論是民主政治的基礎7。此外，孟子肯定人格尊嚴，主張

義利之辨，提倡民本思想，這些思想資源都可以與現代的人權概念相接榫8。 

 

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，民主政治取得重大的進展。先是東歐的共產

政權逐一垮臺，繼而蘇聯於一九九一年解體。一九九三年歐洲聯盟成立，

並逐步擴張。這些事件均標示民主政治的勝利。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，

卻開始出現反民主的逆流。二○一○年年底由突尼西亞引爆的「阿拉伯之

春」雖然推翻了幾個獨裁政權，但並未使阿拉伯國家順利步上民主的道路，

反而造成戰亂與失序。儘管歐洲聯盟繼續向中南歐及東歐擴張，但來自北

非及中東的難民潮卻引發了若干歐盟國家的排外風潮，導致民粹主義的興

起。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經過一段民主化的歷程，但在普亭於二○○○年

掌權之後，民主政治淪為民粹政治。在另一方面，始終堅持一黨專政的中

共政權卻乘著全球化的浪潮，快速地發展經濟，並大幅提升軍事力量。二

○一○中國大陸的 GDP 首度超越日本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

體。這些發展都使得民主政治的價值與優越性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。然而，

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遭到的最大挫敗卻是政治素人川普於二○一六年當選

美國總統，繼而於二○二四年再度當選。川普的兩度當選代表民粹政治的

勝利。民粹政治的特色是政治的「兩極化」，使得民主體制淪為國家內部

的極端政治力量相互抵消的戰場，形同「民主內戰」。 

 

 

 
6   參閱拙作：〈性善說與民主政治〉，收入拙著：《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》（臺北：臺

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5 年），頁 33-69；Ming-huei Lee: “The Theory of the Goodness of 

Human Nature and Democratic Politics”,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, Bd. 42 

(2019), S. 37-66. 
7   參閱徐復觀：〈孔子德治思想發微〉，收入徐復觀著、蕭欣義編：《儒家政治思想與民

主自由人權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8 年），頁 99 及 110；唐君毅：《人文精神

之重建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8 年），頁 416-417。徐復觀之文有英譯版，參閱

Xu Fuguan: “The Origin of Kongzi’s Idea of Rule by Virtue,” in David Elstein, ed. and trans., 

The Chinese Liberal Spirit: Selected Writings of Xu Fuguang (Albany: SUNY Press, 2021), 

pp. 235,245. 
8   參閱拙作：〈儒家傳統與人權〉，收入拙著：《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》，頁 83-9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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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政治無法避免流於民粹政治，這顯示民主政治成功的關鍵不僅在

於其形式面，即民主制度之建立，也在於其實質面，即政治文化之培養。

如果從一九八七年解嚴開始算起，臺灣的民主化已經過了三十多年，大體

而言，已粗具制度面的基本條件，但為何還無法避免兩極化的民粹政治呢？

其關鍵就在於政治人物與學者（特別是自由派的學者）忽略了政治文化之

培養。但這裡所謂的「政治文化」不僅是指公民文化，而是涵蓋面更廣，

包括文化認同與道德意識。在一個文化認同分裂、道德意識不彰的社會，

民主制度的基礎不可能穩固。這就是孟子所謂「徒法不足以自行」之義。

儒家傳統過去雖然未能建立民主制度，但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後，它卻可以

在政治文化方面提供有利的思想資源，以穩固民主制度之運行。 

 

筆者最近在〈儒家傳統與信任社會〉一文中具體說明孔子所強調的

「信」 與現代民主的相干性9。在文末，筆者引述了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的

一段話： 

如果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制度要順利運作，它們就得與某些前

現代的文化習慣共存，而這些習慣確保它們的順利運行。法

律、契約與經濟合理性為後工業社會之穩定與繁榮提供一個

必要的、但非充分的基礎；它們還得摻以互惠、道德職責、

對社群的義務與信任，而這些因素係基於習慣，而非理性的

計算。在現代社會中，這些因素並非不合時宜，而毋寧是這

個社會成功的必要條件。10 

因此，今天我們應當思考：我們該如何利用儒家傳統的思想資源來鞏固民

主制度，避免政治的兩極化？不知三位北歐學者是否同意這點。 

  

 
9   此文收入黃冠閔、林維杰編：《儒學的當代性：生態、政治、文化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

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24 年），頁 131-165。 
10   Francis Fukuyama, Trust: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(New York: The 

Free Press, 1995), p. 11. 



 

 


